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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研究探討職場霸凌的前因變數不多，因此管理意涵不甚明確。本研究主要針對職場霸凌、幸福感與工作活

力對於留任意願的影響，以幸福感與留任意願為中介變數，在選擇實證樣本時，以高雄地區保全從業人員為研究

對象。 

本研究共收回 205 份有效問卷，利用迴歸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幸福感與工作活力對於留任意願皆有顯著正向

影響，幸福感對工作活力有顯著正向影響；而職場霸凌對於幸福感與工作活力皆有顯著負向影響，但職場霸凌對

留任意願之影響性不確定，職場霸凌對於留任意願的影響性須透過中介變數方能確定，即幸福感及工作活力，本

研究證實，幸福感在職場霸凌與留任意願之間，具有中介效果；工作活力在職場霸凌與留任意願之間，具完全中介

效果。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字：職場霸凌、幸福感、工作活力、留任意願 

 

1.緒論 

1.1  研究背景 

從保全業發展歷史至今已有 51 年，到民國 97 年底已達到 555 家，保全從業人員及保全公司數逐年成長，保全從

業人員總數（含女性、男性及內外勤）共計 57,920 人(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內政部警政署)，光是產值每年就約有 260 億

元(蕭子新、謝賢熺，2005)。根據 Money DJ 理財網(2018) 指出現代社會針對保全的管理概念日趨成熟，而對各種規模

的商業店面及住宅管理系統上，保全業者亦是不斷推陳出新，將產品朝向智慧 e 化的建築整合服務來發展，以及未來

人口老化所帶動的醫療照護需求等，估計未來在國內的保全產業仍可一直維持穩定成長。國內的系統保全業和現金運

送服務主要以中興保全(中保)及新光保全(新保)二大集團為主，中保市場佔有率約 5 成，新保則為中保的主要競爭者。 

在 2011 年 104 人力銀行針對企業能夠吸引人才的調查則顯示：1.職涯生命發展機會；2.最能具挑戰性的工作；3.

更具競爭力及吸引力的底薪，為增加人才留任意願的主要原因。然而，對新世代的期望卻不同以往，他們尋找的往往

不僅是一份工作，更嚮往能夠與一群分享共同興趣和工作熱情的夥伴共事，並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取得平衡，所以要吸

引新世代人才應是提供更多的自主權及歸屬感、更具彈性的職涯選擇。本研究針對近年層出不窮的霸凌事件中探討保

全服務業裡，保全從業人員在職場上遭遇來自上司及同事之間的職場霸凌心理因素探討，期使未來能提供幫助改善保

全從業人員之職場環境，強化員工的歸屬感及留任意願。 

1.2  研究動機 

社會進步，科學日新月異，但霸凌事件卻層出不窮。近期新聞上就有報導「台東某檢察官帶隊至幼稚園」認為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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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女兒遭到幼稚園同學霸凌，故而二度帶隊至該幼稚園質問學童的情況，結果造成了該檢察官自己利用職務權勢之便

造成了「再霸凌」事件，引發了渲然大波。 

過去探討影響留任意願之前因的研究很多，包括激勵措施及組織意願(黃巧芳，2017)、工作壓力(陳雅莉，2018)、

員工自我效能及自我滿意度 (林倩如，2018)及領導風格 (楊津瑄，2018)社會支持、內外控人格特質、知覺屈就(郭任璁，

2018)等，然而上述研究欠缺探討一些會影響留任意願的重要前因變數，且未鎖定保全業探討，導致如何來提升員工的

留任意願，不甚明確。本研究認為影響保全公司員工留任意願的要素，可能是職場霸凌、幸褔感及工作活力，亦即員工

對於職場上工作環境及服務品質的肯定，將可強化員工對公司在派駐的社區留任意願。 

職場上的霸凌可能影響留任意願。許多研究顯示出霸凌者的心理特徵異於非霸凌者，比如：具有攻擊性的及強烈

支配性的、憤怒、衝動、沮喪、低焦慮以及不快樂(洪福源，2001；Ma, Stewin, & Mah, 2001)。而職場霸凌也是指派給

他人過量的無意義工作，再提出類似為何無法如期完成之無理責備，或者封鎖訊息減低曝光度，導致他人之工作表現

能見度低考績不佳，或交付不可能達成的目標(Hoel & Cooper, 2001)。因此本研究認為職場霸凌值得納入探討影響員工

留任意願的因素。 

職場霸凌可能會透過幸福感去影響到留任意願，過去研究證實職場霸凌對身心感受及工作活力績效之負向影響，

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工作耗竭(burnout) (秦弋＆時勘，2008)等。在 Staats Armstrons-Stassen 與 Partilo（1995）

的研究中亦發現，受雇者自尊感愈高者其生活滿意度也愈高，幸福感也將隨之增加。基於上述，當員工長期處於被奚

落、攻擊與被排擠的情況下，將減少心理健康、自尊及自我肯定等，產生負向的心理感受，亦即減少幸福感。因此，李

怡樺(2017)發現當職場霸凌的程度愈高時，受雇者工作敬業心程度將愈低，更導致幸福感程度也降低。綜合上述，本研

究擬探討職場霸凌對於留任意願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以幸福感為中介變數。 

職場霸凌亦可能透過工作活力影響留任意願，由於職場霸凌是指派給他人過量的無意義工作，再提出類似為何無

法如期完成之無理責備，或者封鎖訊息減低曝光度，導致他人之工作表現能見度低考績不佳 (Hoel & Cooper, 2001)。而

在工作情境中，活力代表著個人在工作環境互動下持續性產生的一種能量活力的表現（Shraga & Shirom, 2009）。基於

上述，當員工長期處於被霸凌的情況下，將產生負向的心理感受，亦即減少工作活力。因此，職場霸凌與工作活力是為

負向影響關係(高福良，2016；田佳杰，2009)。綜合上述，本研究擬探討職場霸凌對於留任意願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以

工作活力為另一中介變數。 

簡言之，本研究擬以探討職場霸凌對於留任意願之間的因果關係，並探討說明因職場霸凌產生對幸福感及工作活

力之間的相關性影響，並進一步以幸福感及工作活力為中介變數，來探討職場霸凌對留任意願之間關係是否產生中介

效果。並針對研究結果，來提供管理者對職場霸凌因素在人力資源管理上之改進參考。 

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職場霸凌、幸福感與工作活力對於留任意願之間的關係以高雄市保全從業人員為例。此外，本

研究將進一步以幸福感與工作活力為中介變數，來探討職場霸凌對留任意願之間關係是否產生中介效果，希望能藉由

相關文獻以及進行實地資料收集做為實證研究之分析，以提高保全從業人員對留任意願的依附；保全從業人員身處不

同社區，各社區自有其的地緣及社區住民職業上屬性之不同，因此保全員從事個工作壓力不單是只有來自同仁及上司，

有時負面情緒是來自社區管理委員會及社區住民間的壓力，工作環境上不同於一般普通辦公室內之上班族。綜合上述

觀點，本研究欲探討之研究目的如下： 

1、探討幸福感對於職場霸凌行為與留任意願間之關係的中介效果. 

2、探討工作活力對於職場霸凌行為與留任意願間之關係的中介效果 

3、探討職場幸福感對於工作活力的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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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獻探討 

2.1  第一節 留任意願 

根據韋氏字典早先研究者的定義，「留任」一詞為保留、維持不變、避免分開及逃離或是持續保持在原來固定的地

方等，而「意願」(intend)一詞則是心意所屬的方向，在本研究中所稱之「留任意願」(IntentiontoStay)意指的是「員工繼

續留在目前在職公司中，願意繼續為組織效力的一種態度與行為傾向」。 

Phillips(1990)的研究指出，離職員工所產生的人資成本大約是離職員工年薪的 1.2 倍~2 倍，並且會對留職員工造

成許多負面影響，使得組織喪失競爭能力，這將意味著組織應實施相應的留任措施，避免讓人力大量流失的情況發生。

在 Price(1977)所提出的離職模式研究中，並在工作滿意和員工離職兩者之間加上新的變數「留職意願」(intention to stay)；

這是為最早出現的有關於留任的構面。史美華(2006)學者指出，不論是留任意願或是離職傾向；都是用來評估組織成員

是否做出離職行為的指標，兩者之間的差異性主要在於留任意願所關注的議題，不僅僅只在於保留組織關鍵性人力，

也能夠有效推動組織成員正向面對工作行為表現。 

對於留任意願有直接影響的因素非常多；其中包括：期別、月收入、職位、經營理念、生涯規劃、研究環境、人

際關係、升遷機會及薪資報酬等，劉紹興、吳國清、高森永(2000)。留任意願與工作條件滿意度、交流升遷、肯定尊重

滿意度均有顯著相關，而不同工作內容的員工於升遷滿意度有顯著差異，林瑜瑩、李學愚、謝峻旭(2001)。年齡越大、

年資越久、越積極的員工對組織承諾度越高；較不容易產生離職的意念，而越年輕的員工越容易感到工作壓力。證實

組織承諾的介入會導致薪酬制度知覺與留任意願間關係之改變，黃郁烝(2008)。在留任方面研究變項中工作滿意度與留

任具有相關性，「福利與升遷發展」和「主管決策能力」與是否留任呈負相關，羅琬婷(2008)。研究發現，訓練制度與

留任意願具有正向相關，員工對其制度越滿意；越可提升其留任意願。獎勵制度亦與留任意願具有正向相關，鄭雅馨

(2009)。 

2.2  第二節 職場幸福感 

過去研究幸福感的相關文獻甚多，認為幸福感可以來自兩種相對不同，但又有重複的觀點，一是快樂觀點（The 

HedonicApproach），主張幸福包含愉快（Pleasure）或快樂（Happiness）；第二種看法是自我實現的觀點（The Eudaimonic 

Approach），這類學者不認同以快樂作為幸福的評斷。根據 Eudaimonic 觀點，主觀的快樂並不能完全代表著幸福，因此

幸福不應只是包含快樂，更強調意義和自我實現，根據個人完全運作的程度來定義幸福，屬於心理幸福（蔡昆憲，2007）。

歸納眾學者對幸福感的定義可知，幸福的感受是正向、積極的，並且在其中了解自身價值及獲得滿足感。而職場幸福

感是指人們在工作中需要得到滿足、能力得到發揮、力量得以增強所獲得的持續快樂體驗，是為工作領域中的幸福感

（Van Horn, Taris, Schaufeli & Schreurs , 2004）。學者張惠棉（2013）認為職場幸福感是來自於個人工作場域上需求的滿

足，且受到人格因素和生活事件（即職場生態）的影響，也會隨著與工作相關因素影響而不同，且個體的職場幸福感受

是來自情緒與認知兩者之整合過程，透過個人的認知、事件的發生、正負向情緒的感受，對生活品質的整體評價。 

幸福感可帶來正向效益，如徐婷、王益寶（2007）發現員工的幸福感會提升工作滿意度；徐婷、王益寶（2009）

證實心理幸福感對於提升工作績效、員工保留和心血管健康的正向關係；徐婷、王益寶（2011）提出了心理幸福感

有助於提高企業主和員工的雙方利益，促進組織的生產率。米勒（2011）表示，從企業和個人兩方面來看，個人工

作上的幸福度也會給其生活面帶來幸福感，而同樣一個企業如果擁有快樂且積極進取的員工，就會在產品和服務

上取得卓越的成績。 

李建興(2007)提到，許多研究及數據報告顯示，員工愈感到幸福就愈能發揮創造力、落實執行力，並降低流動

率，而這些都是提升企業競爭力的要素。謝孟蓉( 2012 )在探討高績效人力資源實務、員工幸福感及員工態度與行

為之研究中，研究結果顯示，當員工之幸福感越高，員工會以身為組織的一份子為榮，對其所負責之工作也將更加

認真投入，同時也較無離職意願，隱含留任意願增加。因此，幸福感正向影響留任意願(如楊金樺，2017；王珮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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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由上述學者研究，本研究推論如下： 

H1:幸福感對留任意願有正向影響。 

 2.3 工作活力 

工作活力(Vigor)，在人類歷史上已有長久的歷史，現代版本是 19 世紀初瑞典化學家貝采利烏斯（Jons Jakob 

Berzelins）提出。漢語詞典活力解釋為：「旺盛的生命力」。活力是指一種重要的特質，它是指個人、組織、社會或

經濟的生命與精神的根本準則（田佳杰，2009），一個人在工作的時候會覺得有活力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心理狀態。

工作活力(Vigor)這個詞彙從不同的觀點有不同的解釋，不論從文學、藝術哲學上。表現出「我自己覺得充滿能量」

或「我個人充滿活力」這代表在個人精神上或在組織中的生命狀態。在領導行為的研究中，通常覺得活力強度和管

理能力有其相關(Church & Waclawsk,1998)。另一方面在 Hobfoll(1998)的資源保存理論(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COR)中，身體氣力、情緒能量和認知活躍這些活力概念化的元素能量形式是各自獨立的；COR 理論預測這三個要

素組成了活力且是相互影響共同存在的，從一方的擴展通常會伴隨另一方的提升。 

Schaufeli, Salanova, Gonzalez-Roma 與 Bakker(2002)認為，工作活力是被視為一種高能量、有韌性、願意努力

投資在工作上、且不容易疲憊的能力、是有意力、能面對困難的。DeSchon＆Gillepsie（2005）曾指出目標導向行

為可以由自我監控的機智反應出來，每個人可以依據其感受來調整行為以達至其合理的程度，而活力也就是一項

重要的評估指標。而幸福感最主要是在於個體本身在日常生活事務上的主觀正向經驗和對於正向情緒的感受度，

換言之即個體本身對生活具有正向與滿意的情境認知(Pavot, 2008)。陳淑純(2016)證實護理人員執業環境知覺之「互

相尊重」及「社會支持」正向影響工作活力，而工作活力對留任意願有正向影響。蔡昆憲(2007)發現工作自我效能

則會影響情緒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會幸福感。上述研究隱含：高度工作活力者有著專注投入於工作的熱情便

能帶給組織正效能，此種熱情可能源自於對於生活具有正向的感受度即是有高度幸福感者。基於上述，故本研究

推論出假設： 

H3:幸福感對工作活力有正向影響 

2.4 職場霸凌 

早在 1978 年挪威的學者 Olweus 即開始對霸凌行為加以研究並給予「霸凌」一詞清楚定義，在其研究校園霸

凌行為時，將霸凌定義為：「當一個孩童受到另一個孩童或一群孩童的霸凌(bully)、指責(pick on)、講出齷齪(nasty)

或講出令人不愉快的話、且受到踢打、威脅、被反鎖在門內、傳送齷齪的紙條、受到排斥放逐、戲弄(tease)等，這

樣的事情一再的發生，並不是兩個力量相同的孩童在爭吵或打架」。而 Sharp & Smith(1994)則認為霸凌(bullying)是

攻擊行為的一種型式，且經常是具有傷害性的、故意的(deliberate)，這樣的行為會持續數週或是數月，甚至整年，

因而要界定受害者受到霸凌的情形更是困難。Hoover & Thomson(1993)則定義霸凌為個體受到一個或群體生理或心

理上的虐待。又英國學者 Galloway(1994)對霸凌的界定為個人或團體故意地使其他人或團體感到痛苦。 

從霸凌之定義，引用其不適當或不合理的行為發生在工作場所上即可謂之「職場霸凌」。近年來早有許多研

究已將職場霸凌定義為不適當或者不合理的行為(Einarsen & Raknes, 1997; Gorman, 1999; Hoel & Cooper, 2001; 

McCarthy, 1996; McCarthy, Sheehan & Kearns,1995)，這是意指一種個體在工作場所長期受到難以反抗的、負性行為

的情境，這些行為源於自一個人或者幾個人。其行為包括：隔離和排擠、貶低某人工作價值、戲弄某人、给某人起

诬蔑性的外號等(Einarsen, 2005)。加拿大職業安全衛生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CCOHS, 2001)定義出，職場霸凌通常是被視為在工作場所上之行為或口頭意見，可以精神上傷害或孤立一個人。

有時候，更可涉及負面的身體接觸。且職場的霸凌行為通常需要「重複」的事件或行為模式，目的是恐嚇，傷害，

侮辱、降貶某一個人或團體的行為。在此所指的「重複」指的是有關於持續的不間斷的行為，而不是既有特定形式

的行為，這之間可能有所偏離違反特定類型的行為，這可能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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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研究證實職場霸凌對身心健康負向影響，研究者對負向後果的認識更加全面，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工作耗竭(burnout)等被發現和職場霸凌存在關聯(秦弋＆時勘，2008)。而幸福感是一種整體的心理感受、

是從情緒面及認知層面上對整體生活滿意度所評估的結果，是個體的人格特質與外在環境交錯影響而所產生的心

理感受，其感受包括了快樂、滿足和愉悅的情緒，每個不同個體的需要的感受與標準不盡相同 (陳密桃與陳婉玲，

2006)。Lynn（1981）發現有一部分的幸福感是來自別人對自我的肯定，或是透過別人的感受而來的回饋所引發的

幸福感，這些向度包括「自尊的滿意」、「人際關係的和諧」。Staats Armstrons-Stassen & Partilo（1995）研究中亦發

現，自尊是人格特質的一項主要成分，而且自尊會影響生活滿意與快樂，自尊感愈高者其生活滿意度也愈高，幸福

感也將隨之增加。 

基於上述，當員工長期處於被奚落、攻擊與被排擠的情況下，將減少心理健康、自尊及自我肯定等，產生負

向的心理感受，亦即減少幸福感。因此，李怡樺(2017)發現當職場霸凌程度愈高時，其樂觀程度愈低；當職場霸凌

程度愈高時，其工作敬業心程度愈低，導致幸福感程度降低。周恩平(2016)證實職場霸凌行為對幸福感有負向影響，

而過去研究顯示：幸福感正向影響留任意願(如楊金樺，2017)。故本研究推論出假設： 

H4:職場霸凌行為對幸福感有負向影響。 

H4a:職場霸凌行透過幸福感影響留任意願。 

職場霸凌是指派給他人過量的無意義工作，再提出類似為何無法如期完成之無理責備，或者封鎖訊息減低曝

光度，導致他人之工作表現能見度低考績不佳，或交付不可能達成的目標(Hoel & Cooper, 2001)。而在工作情境中，

活力代表著個人在工作環境互動下持續性產生的一種能量活力的表現（Shraga & Shirom, 2009）。吳偉琦(2006) 認

為活力是工作、遊戲、生活時樂趣的來源，是應付生活的能力及個人的心理狀態。在活力和工作表現的相關性方

面，Fredrickson & Joiner（2002）於建構樂觀情感的模式上，說明了伴隨樂觀情緒的是思考行動，活力感則可能產

生一種獨特的思考行動，其有助提升有關工作方面的創造力。由國外文獻亦可證明正向情緒的角色能提升其角色

的表現（Huy,1999；Rafaeli & Worline, 2001；Wrzesiewski & Rafaeli, 2002）。 

上述研究隱含，每個人若長期處在高程度的職場霸凌下，在做無意義的工作時，人就自然的失去工作的活力、

也不會覺得自己是工作被需要的，所以對工作的專注力、奉獻度與沈浸在工作的的程度也會因此下降。因此，職場

霸凌與工作活力為負向影響關係(高福良，2016；田佳杰，2009)，而過去研究顯示：工作活力正向影響留任意願(如

韓尚融，2016)。故本研究推論出假設： 

H5:職場霸凌行為對工作活力有負向影響。 

H5a:職場霸凌行透過工作活力影響留任意願。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影響幸福感、工作活力對於留任意願的正向影響，及職場霸凌對幸褔感及工作活力的負向

影響，並以幸福感與工活力在職場霸凌對留任意願影響具中介效果以高雄地區保全公司為例，各個構念之間之關

係，如以下研究架構(圖 3-1)所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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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 

3.2 研究變項操作型定義與衡量方式 

本研究之變數包含：職場霸凌、幸福感、工作活力與留任意願根據過去相關研究和本研究之目的，對各研究變

數給予操作性定義並說明其衡量方式如下： 

一、 留任意願 

(1)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參考 Tett and Meyer(1993) 的觀點認為留任意願是員工經過審慎思考後，留在組織的意願。 

(2)衡量方式 

本研究即採用史美華(2006)的量表加以修正，指出不論是留任意願或是離職傾向都是用來評估組織成員是否做

出離職行為的指標，兩者的差異性在於留任意願所關注的議題，不僅只在於保留組織關鍵人力，也能有效推動組

織成員正向工作行為表現。 

二、幸福感 

(1)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參考 Michalos （2008）將幸福感定義為：無論現實生活是如何，只要自己覺得美好，則會有正向評價，

那便是美好的生活。 

(2)衡量方式 

本研究即採用（Michalos , 2008）及參考（蔡昆憲，2007）之研究主觀的快樂並不能完全代表著幸福，因此幸

福不應只是包含快樂，更強調意義和自我實現，根據個人完全運作的程度來定義幸福，屬於心理幸福。 

三、工作活力 

(1)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參考 Schaufeli, Salanova, Gonzalez-Roma 與 Bakker(2002)的觀點，定義工作活力為一種心理能量、有

韌性、願意努力投資在工作上、且不容易疲憊的能力、是有毅力、能面對困難的。 

(2)衡量方式 

本研究即採用 Loeher(2003)及參考田佳杰（2009）研究活力是指一種重要的特質，它是指個人、組織、社會或

職場霸凌行為 

幸福感 H1 H4 

留任意願 

H4a H4a 

H2 

H3 

H5 

工作活力 

H5a H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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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生命與精神的根本準則來探討工作活力。 

四、職場霸凌 

(1)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參考 Olweus(1999)的觀點，將霸凌行為提出三個標準：(1)霸凌行為是一種攻擊行為且霸凌者有傷害的

意圖；(2)具有重覆性；(3)在人際互動中有力量不均之現象的評估。 

(2)衡量方式 

本研究即採用 Olweus(1999)及參考李怡樺(2017)、如楊金樺(2017)、周恩平(2016)對職場霸凌衡量題項，建立

本研究職場霸凌量表，本研究將之修改成影響保全從業員職場霸凌程度之情境來探討職場霸凌。 

3.3 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是依據上述研究架構圖之各變數內容進行設計，各題項係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及量表設計問卷。

內容主要分成三個部份來探討，第一部份說明受測對象為高雄地區保全從業人員為研究對象，以 104-108 年間保

全現場派遣人員及現場幹部為主。第二部份為本研究各個構念之權衡(職場霸凌、留任意願、幸福感與工作活力)，

共計四個量表；第三部份則是屬於人口統計變數。本問卷以李克特之七點量表量測各構念之計分，量表答案分別

是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點不同意、普通、有點同意、同意、非常同意。 

3.4  研究方法 

3.4 .1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以南部地區保全從業人員為研究對象，範圍為保全業派遣現場人員及駐點幹部，其中包括紙本問及網路問

卷發放，經先詢問其填答問卷之意願，對於有意願者，提供本問卷給其作答。 

3.4.2 問卷前測 

為了得知問卷各題項之用語是否適當且易於理解、各量表是否皆具備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使用之問卷問項乃整

理自多位學者常使用之量表，並於文義字面上略作修飾以符合本研究之需求。為避免問卷內容有語意上的問題，導致

年齡偏高的保全從業受訪者誤解欲表達的意思產生誤答，所以本研究於問卷正式發放前，採行問卷前測的方式實際對

問卷內容作檢測，並依回覆之意見進行語意修正，以提高內容的效度。 

3.4.2  抽樣方法及樣本數 

本研究的問卷發放以立意抽樣的方式來進行，主要來源以紙本問卷發放給高雄地區目前的保全在職從業人員

(104-108 年在職)，亦即透過保全同業協助或透過大樓問卷發放來給高雄保全從業員填答。在樣本數方面，學者吳

萬益（2005）認為其樣本數大小最好為問項與受測者比例 1：5，且總樣本數不得少於 100 個，一般原則要求樣本

數目至少必須為變項個數的 5 倍，最適者為 1：10 的比例以上；本研究問卷項目個數為 26 項（不包含人口統計變

數），因此，有效問卷回收達 150 份以上即可，最終回收有效問卷共計 205 份。 

4. 研究分析與結果

本章將所蒐集之問卷調查資料進行各項的統計分析，並將結果分為六節，如下： 

4.1 敘述性統計分析 

將有效問卷 205 份，分別從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年資及個人所得進行人口統計變數，運用SPSS系統工具

進行各變數敍述性統計分析。其分析結果如下所示。 

一、 樣本結構分析 

(一) 性別 

填答者的性別分析結果，男性從業員人數最多(佔82.9%)，女性從業員人數較少(佔17.1%)，這顯示保全業因產業特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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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居多。 

(二) 年齡 

填答者的年齡分析結果，50(含)歲以上從業員人數最多(佔39%)，而20(含)-30歲從業員最少(佔13.2%)，這顯示保全業以

有社會經驗及大多有二度就業的情況相符。 

(三) 教育程度 

填答者的年齡分析結果，高中職從業員人數最多(佔48.3%)，而值得注意的是保全業在系統服務精緻化及豪宅化的同時，

大學(專)(佔39.0%)也顯示出其趨勢。 

(四) 工作年資 

填答者的工作年資結果，1年(含)以下從業員人數最多(佔24.4%)，而次多者為6年以上(佔20.5%)顯示保全業高齡者就業

趨勢。 

(五) 個人所得 

填答者的年齡分析結果如，20001元~30000(含)元從業員人數最多(佔39%)，而30001元~40000(含)元從業人員為次多者

顯示出高級社區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4.2 信度分析 

一、 信度分析 

依據 Cuieford (1965)認為 Cronbach’s α 係數大於 0.7 以上為高信度；介於 0.35~0.7 為中信度；若小於 0.35 時，

則表示為低信度，則須刪除。 

本問卷題項共有 26 題，針對各題項的 Item-to Total Correlation，其信度分析結果，「留任意願」變數的總 Cronbach´s 

α 值為 0.928；「幸福感」的總 Cronbach´s α 值為 0.910；「工作活力」變數的總 Cronbach´s α 值為 0.902；「職場霸凌」

變數的總 Cronbach´s  α 值為 0.914。各變數值所示信度皆大於 0.8 以上，及其各題項的「修正的項目總相關」值皆大

於 0.5，皆符合高信度標準，且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其信度分析資料如表 4-4～表 4-7 之數據所示。 

表 4-4 留任意願之信度分析表 

題號 問卷題項 修正的項目 

總相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α 值 

1 我希望在未來一年內，能留任於目前的公司。 .810 .912 

2 我希望能一直留任於目前的公司。 .779 .916 

3 我認為再也沒有其它公司會比目前的公司更適合我。 .837 .908 

4 在目前公司可以施展抱負，所以我願意留在公司繼續

服務。 

.821 .911 

5 我喜歡這裡的工作環境與氣氛，因此願意留在公司服

務。 

.768 .918 

6 就算有機會，我也不會想轉換到其他公司。 .731 .922 

Cronbach’s α 值 0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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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幸福感之信度分析表 

題號 問卷題項 修正的項目 

總相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α 值 

1 我對生活感到滿意。 .809 .882 

2 我的生活狀態非常理想。 .832 .878 

3 我能夠在生活中獲得到目前為止我所想要的事物。 .822 .880 

4 如果生活可以重頭來過，我不會做大幅度的改變。 .694 .907 

5 我目前的生活大致上跟我理想的生活狀態相當接近。 .713 .902 

Cronbach’s α 值 0 . 910 

表 4-6 工作活力之信度分析表 

題號 問卷題項 修正的項目 

總相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α 值 

1 我感覺工作充滿活力。 .799 .874 

2 我感覺工作身心狀況良好。 .679 .893 

3 我感覺我工作時能夠提供新的想法。 .798 .874 

4 我感覺我工作時有創造力。 .732 .885 

5 我感覺能夠對同事表現關懷。 .710 .889 

6 我感覺對同事及服務對象有同理心。 .695 .891 

Cronbach’s α 值 0 . 902 

表 4-7 職場霸凌之信度分析表 

題號 問卷題項 修正的項目 

總相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α 

1 1.我的意見與看法被忽視。 .568 .913 

2 2.我被交付難以應付的工作量。 .717 .904 

3 3.我成為被喝斥或發洩怒氣的對象。 .765 .900 

4 4.我被分派在不合理的期限完成任務。 .740 .902 

5 5.我與人商談時，會有被忽略或受到敵意的反應。 .721 .903 

6 6.我被移除負責的關鍵任務或替換成無價值且不愉快

的任務。 

.739 .902 

7 7.我受到威脅的行為(如：被指責、侵犯個人空間、推

擠與擋路)。 

.766 .900 

8 8.我的工作績效因為有人隱匿工作上的訊息而影響。 .671 .906 

9 9.我被施壓不能要求應有的權利(如：病假、休假、旅

遊津貼)。 

.660 .909 

Cronbach’s α 值 0 . 914 



  

1167 
 

二、 效度分析 

內容效度是指一份問卷中能夠衡量概念的適當性且具代表性的題項，屬於較主觀的方法。本研究問卷量表設計係參

考國內外相關文獻的理論為基礎，做過前測檢測及詢問受訪者之題項語意適當性，並修正問卷題項，因此，內容效度

應無虞。 

三、 平均數統計分析 

(一) 各變數分析 

依據留任意願、幸福感、工作活力與職場霸凌等四項變數來進行平均數與標準差分析。其結果如表 4-8 所示： 

表 4-8 各變數平均數與標準差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留任意願 4.3439 1.14631 

幸福感 3.8400 1.16609 

工作活力 4.7707 1.00123 

職場霸凌 3.8336 0.88333 

從表 4-8 之平均數可看出受訪者對各構念之整體感受是為負向或者正向，在標準差中其各變數之變異狀況。本研究

以 Liker 七點量表尺度為標準，4 分作為中間值，本研究研究變數留任意願、工作活力平均數均大於 4 分，而幸福感

及職場霸凌雖略低於四分則是顯示出心理因素屬於隱性不容易發掘的傾向，但綜合顯示填答問卷者對各個變數的認知

上是給予較為正面的評價。 

4.3 各變數間之相關係數分析 

為「職場霸凌」、依變數為「留任意願」與中介變數為「幸福感」及「工作活力」共計四項變數。本研究以 SPSS Pearson 

相關分析來檢驗兩個量化變數間線性相關的程度是否顯著，分析結果如表 4-9 所示。 

由表 4-9 得知，各構面之相關係數均達顯著水準，留任意願、幸福感、工作活力均呈現正向相關，而職場霸凌與留

任意願、幸福感及工作活力等 3 變數則呈現負向相關。 

表 4-9 各變數相關分析表 

留任意願   幸福感   工作活力   職場霸凌

留任意願               1 

幸福感                 .739     1 

工作活力               .579     .623      1 

職場霸凌              -.417    -.349     -.252       1

註： *表 p<0.05 

4.4 各變數與人口統計變項的差異性分析 

4.4.1 不同性別對各變數之差異性分析 

在性別方面，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以瞭解其在職場霸凌、幸福感、工作活力與留任意願等四個變數上，是否有顯

著差異。經由檢定顯示性別對各變數間均無差異，因此不列出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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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不同年齡對各變數之差異性分析 

年齡的差異性分析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檢定年齡在職場霸凌、幸福感、工作活力與留任意願等四個變數上的

看法，是否存在差異。由表 4-11 所示，除工作活力及職場霸凌變數未達顯著水準(p＞0.05)；留任意願與幸福感的 p 值

均小於 0.05，即在不同年齡對於留任意願與幸福感有顯著差異。 

以 Scheffe 法作多重比較發現，對於留任意願及幸福感而言，年齡為 50 歲以上的的受訪者，對於保全業的留任意

願高於 40(含)-50 歲及 30(含)-40 歲的受訪者；對於幸福感而言，年齡為 50 歲以上的受訪者，對於保全業的幸福感高於

30(含)-40 歲的受訪者。 

表 4-11 不同年齡對各變數之差異分析表 

 
變數 

平均值  
F 值 

 
Scheffe 

（1） （2） （3） （4） 
 

留任意願 
 

4.3951 
 

4.0688 
 

4.0256 
 

4.6917 
 

4.965* 
(4)>(2) 
(4)>(3) 

 
幸福感 

 
3.9259 

 
3.5652 

 
3.5423 

 
4.1625 

 
4.265* 

 
(4)>(2) 

註 

1：* p<0.05 

2：（1）20(含)-30 歲（2）30(含)-40 歲 

   （3）40(含)-50 歲（4）50(含)歲以上 

4.4.3 不同學歷程度對各變數之差異性分析  

教育程度的差異性分析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檢定教育程度在職場霸凌、幸福感、工作活力與留任意願等四個變

數上受訪者的看法，是否存在差異。由於研究問卷無博士學歷填答者，因此未列入統計分析，碩士只有一人，因此將碩

士學歷合併為大學學歷項目分析以利統計分析。由表 4-12 所示，工作活力的 p 值<0.05，即在不同學歷之間顯示對於工

作活力是有顯著差異。 

以 Scheffe 法作多重比較發現，對工作活力而言，在學歷為大學(專)階段的受訪者，對保全業的工作活力高於高中職階

段的受訪者。 

表 4-12 不同學歷對各變數之差異分析表 

變數 平均值 F 值 Scheffe 

（1） （2） （3） 

工作活力 4.5467 4.6279 5.0144 4.156* (3)>(2) 

註 

1：* p<0.05 

2：（1）國中(含)以下 （2）高中職（3）大學(專) （4）碩士 （5）博士 

4.4.4 不同工作年資在各變數上之差異性分析 

在工作年資方面，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以瞭解其在職場霸凌、幸福感、工作活力與留任意願等四個變數上，是否

有顯著差異。經由檢定顯示工作年資對各變數間均無差異，因此不列出表格。 

4.4.5 不同個人所得對各變數之差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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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得的差異性分析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檢定個人所得在職場霸凌、幸福感、工作活力與留任意願等四個變

數上受訪者的看法，是否存在差異。由於就本問卷 50001 元~60000(含)元及 60000 元以上~並無填答者，因此未列入統

計分析。由表 4-13 所示，留任意願、工作活力、職場霸凌的 p 值均<0.05，即在不同個人所得間對於留任意願、工作活

力、職場霸凌有顯著差異。 

以 Scheffe 法作多重比較發現，對於留任意願而言，個人所得為 30001~40000(含)元的受訪者，對於保全業的留任意

願高於（1）20000(含)元以下的受訪者；對於工作活力而言，個人所得為 30001~40000(含)元的受訪者，對於保全業的

幸福感同樣也高於（1）20000(含)元以下的受訪者；對於職場霸凌而言，雖不同個人所得對職場霸凌有顯著差異，但個

人所得在各階段相比在 Scheffe 法上顯示均無差異。 

表 4-13 工作年資對各變數之差異分析表 
變數 平均值  

F 值 
 

Scheffe 
（1） （2） （3） （4） 

 
留任意願 

 
3.5333 

 
4.3188 

 
4.5224 

 
4.7292 

 
3.484* 

(3)>(1) 

 
工作活力 

 
4.1000 

 
4.7449 

 
4.9179 

 
5.1667 

 
3.275* 

(3)>(1) 

 
職場霸凌 

 
4.1926 

 
3.7903 

 
3.9104 

 
3.1389 

 
2.809* 

無顯著差異 

註：  

1.* p<0.05 

2. （1）20000(含)元以下（2）20001~30000(含)元（3）30001~40000(含)元（4）40001~50000(含)元（5）50001~60000(含)

元（6）60001(含)元以上 

4.5 中介效果之驗證 

為了解各自變項對於依變項之影響性，以驗證本研究之假設，本研究採用 Hayes（2013）PROCESS 統計軟體執行

資料分析方法並選擇 Model 4  及 Bootstrap Samples 等於 5000 次，進行檢驗。 

如圖 4-1，利用 Model 4 進行檢驗，就各假設而言，幸福感對於留任意願之影響性呈現顯著水準（β=0.66，p<0.05），

由此得知，支持本研究假設 H1：幸福感對留任意願有正向影響。職場霸凌對於幸福感之影響呈現顯著水準（β=-0.46，

p<0.05），由此得知，支持本研究假設 H4：職場霸凌負向影響幸福感。藉由中介效果檢定（-0.31，BootLLCI =-0.44；

BootULCI=-0.17），此信賴區間若未包含到 0，代表中介效果的存在，本研究證實中介效果的存在，支持假設 H4a：幸

福感在職場霸凌與留任意願間之關係具中介效果。 

 
 

 
       ---------------------------------------------> 

(-0.23*)/(-0.31) 

圖 4-1 職場霸凌對留任意願的影響（Model 4 幸福感的中介分析） 

幸福感 H1 H4 -

職場霸凌行為 留任意願 

H4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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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2，工作活力對於留任意願之影響性呈現顯著水準（β=0.58，p<0.05），由此得知，支持本研究假設 H2：工

作活力對留任意願有正向影響。職場霸凌對於工作活力之影響呈現顯著水準（β=-0.29，p<0.05），因此支持本研究假設 

H5：職場霸凌對工作活力有負向影響。藉由中介效果檢定（-0.38，BootLLCI  =-0.52 ；BootULCI=-0.23），此信賴區間

若未包含到 0，代表中介效果的存在，本研究證實中介效果的存在，支持假設 H5a：工作活力在職場霸凌與留任意願

之間具中介效果。 

(-0.38*)  / (-0.17)    --------------------------------------------------> 
 
 

 
 

圖 4-2 職場霸凌對留任意願的影響（Model 4 工作活力的中介分析） 

4.6 假設結果檢定 

本研究主要探討職場霸凌、幸福感、工作活力以及留任意願之關聯性。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針對保全從業職場工

作者進行資料收集，共得有效問卷 205 份(無效問卷 8 份)，並以 LISREL 結構方程式進行分析。本研究之研究假設驗

證結果彙整如下表 4-13 所示： 

 

 

 

 

 

 

 

 

 

 

 

 
5.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留任意願、幸福感、工作活力與職場霸凌等四個構面之關聯性並以幸福感與工作活力為中介

變數，探討幸福感及工作活力是否對職場霸凌與留任意願之間的影響。並經由統計上的項目分析、信度分析與效度分

析之後，得知所彙整出之調查問卷「影響留任意願之因素探討-以高雄地區保全業為例」之調查問卷(附件二)，是具有

相當的穩定性與有效性。在本章中將以本研究所提出之理論架構與研究目的為基礎，結合第一章至第四章有關學者之

研究假說、文獻探討、資料分析與結果，彙集研究之結論、貢獻與管理意涵、且提出未來建議的研究方向及研究過程之

假設內容 結果 

H1 幸福感對留任意願有正向影響. 支持 

H2 工作活力對留任意願有正向影響. 支持 

H3 幸福感對工作活力有正向影響. 支持 

H4 職場霸凌行為對幸福感有負向影響. 支持 

H4a 幸福感在職場霸凌與留任意願中具中介效果 支持 

H5 職場霸凌行為對工作活力有負向影響. 支持 

H5a 工作活力在職場霸凌與留任意願中具中介效果 支持 

職場霸凌行為 
留任意願 

H2 H5-

工作活力 

H5 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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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期能對保全業者在經營管理方面有所貢獻。 

5.1 研究結論 

5.1.1 基本資料對各變數間之差異性分析 

基本資料對各變數間之差異性分析，本研究發現在性別方面，留任意願、幸福感、工作活力與職場霸凌變數均無

達到顯著水準。 

年齡在不同年紀的保全從業員的認知上對於留任意願與幸福感有顯著差異，以 Scheffe 法作多重比較發現，對於

留任意願及幸福感而言，年齡為 50 歲以上的問卷受訪者，對於保全從業員的留任意願及幸福感認知高於 40(含)-50 歲

及 30(含)-40 歲的問卷受訪者；對於幸福感而言，年齡為 50 歲以上的問卷受訪者，對於保全從業員的幸福感認知高於

30(含)-40 歲的問卷受訪者。 

教育程度(學歷)在保全從業員的認知裡對於工作活力有顯著差異，以 Scheffe 法作多重比較發現，對工作活力而

言，在學歷為大學(專)階段的受訪者，對保全業的工作活力高於高中職階段的受訪者。 

工作年資在對於留任意願、幸福感、工作活力與職場霸凌的問卷受訪者裡無顯著差異，以 Scheffe 法作多重比較

發現，兩兩相比均無顯著性差異。 

個人所得在保全從業員的認知上對於留任意願、工作活力與職場霸凌有顯著差異，以 Scheffe 法作多重比較發現，

對於留任意願而言，個人所得為 30001~40000(含)元的受訪者，對於保全業的留任意願高於（1）20000(含)元以下的受

訪者；對於工作活力而言，個人所得為 30001~40000(含)元的受訪者，對於保全業的幸福感同樣也高於（1）20000(含)

元以下的受訪者；對於職場霸凌而言，雖不同個人所得對職場霸凌有顯著差異，但個人所得在各階段相比在 Scheffe 法

上顯示均無差異。 

5.1.2 幸福感對留任意願有正向影響 

運用幸福感對留任意願進行之迴歸分析，以幸福感為自變數，留任意願為依變數，由迴歸分析中得知，幸福感對留

任意願之影響性達顯著水準，其驗證了兩者間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也就是若保全從業員對於公司及社區駐點案場產

生幸福感會增加其對於工作職能產生連結，進而產生留任意願，此研究結果與先前學者如韓尚融(2016)等學者們其研究

結論是相符的。 

5.1.3 幸福感對工作活力有正向影響 

運用幸福感對工作活力進行之迴歸分析，以幸福感為自變數，工作活力為依變數，由迴歸分析中得知，幸福感對工

作活力之影響性達顯著水準，其驗證了兩者間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也就是若保全從業員對於公司或社區駐點案場之

環境及人文認知佳，將對保全從業員產生較多的工作活力，此研究結果與先前學者如蔡昆憲(2007)其所研究的結論是相

符的。 

5.1.4 工作活力對留任意願有正向影響 

運用工作活力對留任意願進行之迴歸分析，以工作活力為自變數，留任意願為依變數，由迴歸分析中得知，工作活

力對留任意願之影響性達顯著水準，其驗證了兩者間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也就是若保全從業人員對於公司及社區駐

點之工作活力認知佳，將對所屬單位產生強烈留任意願，此研究結果與先前學者如陳淑純(2016)其所研究的結論是為相

符的。 

5.1.5  職場霸凌對幸褔感有負向影響 

運用職場霸凌對幸福感進行之迴歸分析，以職場霸凌為自變數，幸福感為依變數，由迴歸分析中得知，工作活力

對留任意願之影響性達顯著水準，其驗證了兩者間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也就是若保全從業人員對於公司及社區駐點

之認知不良，將對所屬單位產生強烈的不良負向影響幸福感，即職場霸凌對幸福感之負向影響。本研究結果與先前學

者如李怡樺(2017)學者其所研究的結論是為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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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知覺價值在顧客參與推薦意願中具中介效果       

利用 process 迴歸，本研究中發現以職場霸凌為自變數，幸福感為中介變數，留任意願為依變數，職場霸凌與留任

意願之影響性達顯著負向影響結果，職場霸凌對於留任意願之影響性亦達顯著，因此幸福感在職場霸凌與留任意願中

具中介效果，即職場霸凌會透過幸福感而對於留任意願有影響，保全從業人員的幸福感對於留任意願的影響性因職場

霸凌產生負向影響。此研究結果與先前學者如李怡樺(2017)學者其所研究的結論是為相符的。 

5.1.7 職場霸凌負向影響工作活力 

運用職場霸凌與工作活力進行之迴歸分析，以職場霸凌為自變數，工作活力為依變數，由迴歸分析中得知，職場

霸凌與工作活力之影響性達顯著水準，其驗證了兩者間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也就是若保全從業人員對於其公司或社

區駐點案場認知不良，將負向影響對於公司或社區駐點案場之工作活力，此研究結果與先前學者如(高福良(2016)；田

佳杰(2009) 等學者們其所研究的結論是為相符的。 

5.1.8  工作活力在職場霸凌與留任意願中具中介效果 

利用 process 迴歸，本研究中發現以職場霸凌為自變數，工作活力為中介變數，留任意願為依變數，職場霸凌對留

任意願之影響性達顯著，且職場霸凌與工作活力之影響性達顯著，工作活力對於留任意願之影響性亦達顯著，因此工

作活力在職場霸凌與留任意願中具中介效果，即職場霸凌會透過工作活力而對於留任意願產生影響，此研究結果與先

前學者如閻瑞彥與高福良(2016) 學者其所研究的結論是為相符的。 

5.2. 研究理論貢獻與實務管理意涵 

5.2.1 研究理論貢獻 

過去保全業探討影響職場霸凌之前因的研究論述不多，這些前因變數包括，如幸福感(楊金樺，2017；王珮羽，2016)、

工作活力(蔡昆憲，2007；陳淑純，2016)、留任意願(李怡樺，2017)及職場霸凌(高福良，2016；田佳杰，2009)等，然而

上述研究欠缺探討一些會影響留任意願的重要前因變數，致職場霸凌如何來影響保全從業人員的留任意願之種種論述，

不甚明確。綜合上述，本研究嘗試以職場霸凌、幸福感及工作活力探討其對留任意願之影響。而本研究並證實:幸福感

對留任意願有正向影響；工作活力對留任意願有正向影響；幸福感對工作活力有正向影響；職場霸凌行為對幸福感有

負向影響；職場霸凌行為對工作活力有負向影響；幸福感在職場霸凌與留任意願中具中介效果成立，即幸福感是為中

介變數；工作活力在職場霸凌與留任意願中具中介效果成立，即工作活力是為中介變數。 

5.2.2 管理實務之意涵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職場霸凌負向顯著影響幸福感與工作活力；幸福感與工作活力正向影響留任意願，因此保全公司可

以透過加強員工心理建設及相關公司對於職務霸凌的罰則實務做法著手，進而提升幸福感與工作活力，來強化增加保

全從業員對於公司及派駐社區案場人員的留任意願。在強化留任意願的作法上，建議企業如下： 

1.提升員工向上級反應工作的管道及透明度：透過本問卷影響留任意願之因素探討-以高雄地區保全業為例量表發現，

保全從業人員因工作上的特殊性(工時長/職務內容單調/案場駐點之輪調不易)對於工作上遇到的不平等對待與向上反

應問題的管道缺乏，造成保全業的職場霸凌並不像其他行業的顯性，因此問卷題目的呈現並不完美的貼近行業現狀，

由此可見保全從業員相對於年紀與工作條件是較屬於弱勢，公司可以透過督導巡邏駐點案場時加強宣導友善對待工

作夥伴，又可增加駐點案場人員間的信任感。另外，要求負責督導責任區的公司幹部提高霸凌及被霸凌相關資訊，以

維護公司整個團體間的向心力及工作環境，讓保全從業人員對於公司與派駐案場的駐點保全人員的幸福感提升，又可

增加工作活力；這樣不管是人員素質形象及減少派遣人員的流動率都能收到應有的效果。 

2.定期辦理教育訓練並提供貼心的服務，加入公司內部定期訓練教育創造督導及駐點幹部與駐點人員對公司幸福感及

工作活力提升，進而產生所有員工的留任意願：即公司可透過辦理定期教育訓練，提升督導及駐點幹部的專業素養與

服務態度，來提供保全從業員較完善且專業的在職教育管道。此外，公司亦可藉由溝通去了解保全從業員於工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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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遭受的各種心理或生理需求，在心理方面公司可以透過督導主動的關心保全從業人員的就職狀況、壓力源……

等，如建立專職的講師訓練人員定期提供督導相關訊息，生理需求可以透提供駐點乾淨良好的化妝室環境及整齊乾淨

的工作場所(如社區櫃台、中控室、車道)……等，如成立公司專線，來關心聽取派遣人員及內部員工申訴管道，提供

多一種向公司表達心中發洩的方法，可提升幸福感與工作活力，進而增加保全從業員對公司及案場駐點的歸屬感、穩

定感。 

3.爭取各項資源以提升駐點案場的的駐衛裝備：對於保全從業員來說公司所提供的資源與硬體設備是相當重要的，公司

透過各項計畫經費以獲得資源，更新添購相關駐衛裝備，提供新裝備學習平台或實地操作裝備訓練……等，讓保全案

場駐點員可藉由學習，將自身累積學習經驗直接或間接與他人分享，建立彼此扶持、協助、互相學習成長的工作人際

網絡達到資訊分享效果，透過實地操作的過程，讓保全案場駐點員學習彼此的互動可以更加有效率，保全案場駐點員

在相對良好的環境下學習使用相關資源無虞，可提升留任意願，進一步來提升公司及駐點案場的幸福感覺及工作時的

活力，這些正向的影響可進而大幅減少職場霸凌的產生。

4.鼓勵督導終生學習以提升督導專業能力：藉由鼓勵督導參加保全公會發布的相關免費及與付費課程，提升督導領導統

御的能力，可提升該督導以下所屬案場的幸福感與駐點案場人員的工作活力，有效增強整體公司人力派遣素質與相關

能力，並增進駐點案場人員的穩定率與減少流動率，駐點案場人員在接受公司相關規定及教育訓練課程後，更符合駐

點案場人員於公司任職時對於公司的期待，會對於公司整體留任意願產生良好結果，也將以發聲或未來可能發生的職

場霸凌問題減到最低；因為認知不良就會產生誤會，而誤會「最後就會變成霸凌」。

5.2.3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以探討職場霸凌、幸福感及工作活力對留任意願影響，並以幸福感及工作活力作為中介變數之實證研

究，對於未來相關後續研究提出一個可能的方向及建言，希望透過本研究之結果發現，為保全業整體留任意願盡棉薄

之力，但在研究過程中，因侷限於研究時間、人力因素、主客觀條件及外在的環境因素等種種影響，因而可能造成以下

研究之侷限或不足之處。 

一、 抽樣受限 

本研究的樣本母體只限為高雄地區之保全從業員，同時在資料蒐集時，受限於研究生之時間、人力、物力和地緣

關係，抽樣對象僅為本人所認識之保全業「總經理、督導、總幹事、主任及基層員工」，樣本不夠普及化，在發放問卷

時也實際體認到保全業城鄉差距的問題(如農十六、美術館精華區相較於其他一般區域的不同)，分析結果因此將會受到

限制。 

二、 研究方向及建議 

本研究僅探討職場霸凌、幸福感及工作活力對留任意願之影響，然而影響留任意願領域中尚有許多值得探討的議

題，故本研究提出下列幾點以供未來後續研究者參考。 

(一)深入廣泛族群做研究 

研究之受測對象僅以高雄地區之保全從業員，若在時間及經費允許之下，應該擴大問卷調查區域，可針對不同體

制的保全業，因公司經營類型特性不同(如:系統保全、銀行保全、隨扈等等)其對影響留任意願之聚焦與認知亦有所差

異，來提升研究結果與可信度，較能更加全面性的反應真實情況。 

(二) 增加其他變項 

這次研究僅以職場霸凌、幸福感及工作活力等自變數來探討其對於留任意願的影響結果，將來應可以嘗試不同的

自變數，如工作壓力，馮光復(2002)，來比較其與本研究架構中的幾個自變數間對留任意願之影響程度，相信對本研究

架構中各變數之間的關係有助於更深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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